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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针对长江流域水污染治理的研究多围绕单一政策展开，往往忽略了策略协同效应。 鉴于此，在考虑河长制和生态补

偿政策协同的基础上，研究长江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激励机制。 建立上级政府、长江上游地方政府与长江下游地方政府间的三

方演化博弈模型，探讨在协同策略差异化背景下，三方协同推进流域治理的内生机制，通过稳定性分析得出达到流域水污染治

理理想状态的稳定条件，并以沱湖⁃长江流域真实数据进行模拟仿真，由此设计潜在激励机制。 研究发现：（１）上级政府对下级

政府的惩罚力度并不能抵扣自身监管成本，最终倾向于实施弱监管策略；影响上游地方政府治理策略选择的因素主要包含生态

补偿额和奖励机制，影响下游地方政府治理策略选择的因素主要包含流域外部性和奖励机制；长江上下游地方政府面临高生态

补偿额和高奖励情景时，博弈系统最终演化为“弱监管 ／自主治理 ／自主治理”状态。 （２）加快完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规范流域

生态补偿标准，加大对长江上游地方政府的补偿额度，能够推动长江上游地方政府积极开展流域水污染治理工作，而加大对长

江下游地方政府的补偿额度并未对下游地方政府水污染治理工作展现出明显的促进效果。 （３）上级政府对长江下游地方政府

的奖励措施能够加快流域水污染治理工作进程，奖励力度越大，水污染治理进展越快，但对长江上游地方政府的奖励措施并不

能推进上游地方政府治理工作的进行；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惩罚措施在实际工作中的作用较小，严厉的惩罚措施甚至会抑制

下级地方政府治理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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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ａｎ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ｌｏｗｅｒ⁃ｌｅｖｅ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ｗａｒ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ｆｉｓ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ｉ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ｐｅｅｄ． Ｗｈｉｌ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ｒｅｗａｒｄｓ ｐｒｏｖｅ 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ｉｚｉｎｇ ｕｐｐｅｒ⁃ｒｅａｃｈ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ｕｎｉ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ｍ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ｕｐｐ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ｍａｌ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ｓｔｒｉｃｔ ｐｕｎｉ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ｈｉ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ｏｆ ｌｏｗｅｒ⁃ｌｅｖｅ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ｉｖｅｒ Ｃｈｉｅ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 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长江流

域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增加。 长江沿岸自然岸线破坏和侵占严重［１］，湿地碎片化，水环境的自然净化能力、生
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出现退化趋势［２］；沿岸化工区和其他工业园区缺乏统一规划，低质化、粗放化、同质化竞争

激烈［３］，造成了严重的水体污染、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上下游之间的绿色发展缺乏统筹，区域间环境保护措

施的有机协调［４］，使得区域间的环境保护措施难以形成合力，影响了整体生态治理的效果。 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长江流域发展，多次到长江流域省份考察，并先后在重庆、武汉、南
京和南昌等地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为新时代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谋篇布局、把脉定向，形成治

江方略。 在 ２０２３ 年召开的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完善横向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激发全流域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２０２４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

会上再次强调加强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生态环境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协同治理。
流域协同治理是一种能较好整合监管与行政权力，且能改善行政分割导致的跨域污染问题的水环境治理

模式［５］。 其中，横向生态补偿政策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横向生态补偿政策旨在通过经济激励手段，促进

生态保护区域外部性的内部化［６］，不仅有助于激发流域上下游地区在生态保护与治理上的协同行动，形成流

域治理的协同效应，还强化了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督与管理［７］，为长江经济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

实的制度保障。 现有关于横向生态补偿的研究主要围绕生态补偿标准制定［８—９］、补偿机制设计［１０］、生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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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测度［１１—１２］、横向生态补偿的实施带来的环境效益［１３—１４］、经济效益［１５—１６］ 和社会效应［１７—１８］ 等方面展开。
结果显示，我国横向生态补偿政策发展已取得相当进展。 也有学者指出当前生态补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忽略

了在中国独特行政架构下，纵向政府间关系所承载的关键作用与权威性，从而显得纵向支持不足［１９］。 其次，
流域生态补偿中生态治理责任与经济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使得各利益主体缺乏自主参与治理的驱动力，难以

形成统一且被广泛接受的补偿标准［２０］，极大限制了有效性和创新性，致使其实现路径仍主要依靠纵向的财政

支付，横向生态补偿很难有大的进展［２１］，并导致我国生态治理具有明显的制度粘性［２２］。
因此，强化纵向政府的引导、协调补偿主体间的关系是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持续发挥作用、实现长远效益的

核心要义。 作为对传统“九龙治水”分散管理模式的重大突破，河长制通过明确责任归属等治理策略以及刚

性化的考核机制，有效推动了水污染治理工作的进展，全面激发了各级政府部门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积极性

与创造力［２３—２４］，协商和平衡了不同补偿主体的利益诉求，为补偿主体间搭建了稳固的合作桥梁，保证了补偿

措施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促进了补偿主体间形成稳定合作［２５］。
基于此，本文将河长制嵌入流域生态补偿研究中，以跨界治理中的政策协同为理论视角，研究协同策略差

异化背景下，长江流域水污染治理激励机制。 建立上级政府、长江上游地方政府和长江下游地方政府之间的

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着重关注河长制与生态补偿政策间的协同作用，求解模型均衡点，基于真实数据进行不同

策略情景下的仿真分析，探究三方协同推进流域治理的内生机制及潜在激励机制。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不难发现，大多文献集中分析单一政策的实施效果，忽略了流域生态治理政策协同这一特

征事实，本文从政策协同视角出发，研究多政策交织实施效果，不仅丰富了流域治理的理论体系，也为理解复

杂环境系统中的政策互动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 第二，基于对博弈系统演化规律的深入分析，本文提出了进

一步完善流域协同治理模式的激励机制。 这些激励机制不仅针对当前政策协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

解决方案，还充分考虑了政策的长远效果和社会可接受性，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建议。

１　 模型构建

１．１　 模型假设及参数设置

假设 １ 地方政府肩负着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职责，其执行力度与治理模式的选择对生态系统的整体治理

成效具有直接影响［２６—２７］。 同时，鉴于当前的制度框架，行政权力的合理配置与监管被视为应对生态挑战的核

心策略［１９］。 因此，本文假设推动实现流域协同治理模式需要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包括长江上游地方政府和

下游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 上级政府主要监管下级政府在流域水污染治理中的行为。 在上级政府强监管

下，上级政策能够有效地观察到下级政府的行为，并对其实施奖励或者惩罚；而在弱监管下，上级政府不能有

效地识别下级政府的行为，只能对其进行奖励措施。 下级政府在此背景下选择并执行相应的策略，其行为后

果产生的社会效益即为上级政府的收益。 与此同时，上级政府能够向下级政府支付纵向生态补偿，下级政府

间进行横向生态补偿。
假设 ２ 博弈主体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且各级政府作为“经济理性人”，对生态治理策略的选择会综合

考虑相应的成本—收益比例。
假设 ３ 上级政府的策略空间为 Ａ＝（ａ１，ａ２）＝ （强监管，弱监管）。 其中“强监管”是指上级政府采取严格

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和管理手段，监督下级政府在生态流域治理工作中的成效，且基于河道治理效果决定地

方官员升迁及对下级政府的奖惩；“弱监管”是指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流域治理工作的管理不严格，但仍基于

河道治理效果决定地方官员升迁及对下级政府的奖励［２８］。 考虑信息不对称情况，其选择两类策略的概率分

别为 ｐａ，１－ｐａ，ｐａ∈［０，１］。
长江上游地方政府的策略空间为 Ｂ＝（ｂ１，ｂ２）＝ （自主治理，转嫁治理）。 其中“自主治理”表示地方政府

主动履行自身治理职责，积极地治理上游流域；“转嫁治理”表示地方政府对上游流域不履行治理职责，将治

理成本全部转嫁给下游流域。 考虑信息不对称情况，其选择两类策略的概率分别为 ｐｂ，１－ｐｂ，ｐｂ∈［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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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下游地方政府的策略空间为 Ｃ＝（ｃ１，ｃ２）＝ （自主治理，放弃治理）。 其中“自主治理”表示地方政府

主动履行自身治理职责，积极地治理下游流域；“放弃治理”表示地方政府对下游流域不履行治理职责，放弃

治理。 考虑信息不对称情况，其选择两类策略的概率分别为 ｐｃ，１－ｐｃ，ｐｃ∈［０，１］。
根据上述假设，构建长江流域协同治理三方主体间博弈关系模型，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博弈关系模型

Ｆｉｇ．１　 Ｇａｍ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ｍｏｄｅｌ

结合流域生态治理的实际情况，将模型所需参数设置如下。
（１）策略成本。 上级政府采取“强监管”策略时的行政成本为 Ｓ１，对长江上下游政府自主治理行为的奖励

分别为 ｍ１、ｍ２；地方政府都不执行“自主治理”时，上级政府不得不介入地方流域治理的成本为 Ｓ２。 长江上游

地方政府选择“自主治理”策略时总成本为 Ｃ１，此时，长江下游政府执行“自主治理”的总成本为 Ｃ２；当上游地

方政府选择转嫁治理时，下游地方政府自主治理成本需要额外的 Ｃ３。 上级政府采取“强监管”时，上下游政府

被发现采取消极治理将面临 Ｄ１、Ｄ２ 的罚款。 当上级政府采取“弱监管”，同时地方政府选择“自主治理”时，地
方政府官员总会面临就任河长（责任承担）的机会成本 Ｐ１、Ｐ２，因为拥有实际权力的官员总是可以将河长的责

任转嫁给没有实际权力的官员，进而避免自身升迁受限。 假设成本总是大于等于零。
（２）策略收益。 长江上游地方政府执行“自主治理”策略时总收益为 Ｒ１，执行“转嫁治理”时总收益为 Ｒ２。

长江上下游地方政府均执行“自主治理”策略时，下游地方政府总收益为 Ｇ１，有一方选择消极治理策略时总收

益为 Ｇ２，双方均消极治理时，下游地区必须承更大的负外部性，只能获得 Ｇ３ 的收益，Ｇ３ 一定小于 Ｇ２。 考虑双

向生态补偿制度，依据“改善者受益、恶化者赔偿”原则，假定长江上游地方政府可能收到的生态补偿额为 θ１，
长江下游地方政府可能收到的生态补偿额为 θ２。 上级政府享受地方政府带来的社会收益总和 Ｈｉ（ ｉ ＝ １，２，３，
４）。 其中，ｉ 为上下游地方政府策略组合。 假设收益总是大于等于零。

具体模型参数含义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模型参数含义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博弈主体
Ｇａｍｅ ｐｌａｙｅｒ

参数符号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ｓｙｍｂｏｌｓ

参数含义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ｍｅａｎｉｎｇ

上级政府 Ａ＝（ａ１，ａ２） 上级政府策略空间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ａ 上级政府选择“强监管”策略的概率

Ｓ１ 上级政府选择“强监管”策略的成本

Ｓ２ 上级政府介入地方流域治理成本

Ｈｉ 上级政府获得的社会收益

ｍ１ 上级政府对上游政府积极治理的奖励

ｍ２ 上级政府对下游政府积极治理的奖励

Ｄ１ 上级政府对上游政府消极治理的惩罚

Ｄ２ 上级政府对下游政府消极治理的惩罚

长江上游地方政府 Ｂ＝（ｂ１，ｂ２） 长江上游地方政府策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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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博弈主体
Ｇａｍｅ ｐｌａｙｅｒ

参数符号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ｓｙｍｂｏｌｓ

参数含义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Ｕｐｐ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ｐｂ 长江上游地方政府选择“自主治理”策略的概率

Ｃ１ 长江上游地方政府选择“自主治理”时的总成本

θ１ 长江上游地方政府选择“自主治理”时收到的生态补偿额

Ｒ１ 长江上游地方政府选择“自主治理”时的收益

Ｒ２ 长江上游地方政府选择“转嫁治理”时的收益

Ｐ１ 上级地方政府官员承担（河长）治理责任的机会成本

长江下游地方政府 Ｃ＝（ｃ１，ｃ２） 长江下游地方政府策略空间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ｐｃ 长江下游地方政府选择“自主治理”策略的概率

Ｃ２ 长江下游地方政府选择“自主治理”时的总成本

Ｃ３ 长江下游地方政府选择“自主治理”时的额外成本

θ２ 长江下游地方政府收到的生态补偿额

Ｇ１ 长江下游地方政府选择“自主治理”时的收益

Ｇ２ 长江上下游地方政府中有一方选择消极治理策略时的收益

Ｇ３ 长江上下游地方政府均选择消极治理策略时的收益

Ｐ２ 下级地方政府官员承担（河长）治理责任的机会成本

１．２　 收益矩阵构建

基于上述假设、参数设定与博弈关系，可得收益矩阵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收益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ｍａｔｒｉｘ

策略组合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中央政府收益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ｖｅｎｕｅ

上游地方政府收益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ｏｆ ｕｐｐｅｒ⁃ｒｅａｃｈ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

下游地方政府收益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ｏｆ ｌｏｗｅｒ⁃ｒｅａｃｈ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ａ１，ｂ１，ｃ１） Ｈ１－Ｓ１－ｍ１－ｍ２ Ｒ１＋θ１＋ｍ１－Ｃ１ Ｇ１＋ｍ２－θ１－Ｃ２

（ａ１，ｂ１，ｃ２） Ｈ２－Ｓ１－ｍ１＋Ｄ２ Ｒ１＋θ１＋ｍ１－Ｃ１ Ｇ２－θ１－Ｄ２

（ａ１，ｂ２，ｃ１） Ｈ３－Ｓ１－ｍ２＋Ｄ１ Ｒ２－θ２－Ｄ１ Ｇ２＋θ２＋ｍ２－Ｃ２－Ｃ３

（ａ１，ｂ２，ｃ２） Ｈ４－Ｓ１－Ｓ２＋Ｄ１＋Ｄ２ Ｒ２－θ２－Ｄ１ Ｇ３＋θ２－Ｄ２

（ａ２，ｂ１，ｃ１） Ｈ１－ｍ１－ｍ２ Ｒ１＋θ１＋ｍ１－Ｃ１－Ｐ１ Ｇ１－θ１＋ｍ２－Ｃ２－Ｐ２

（ａ２，ｂ１，ｃ２） Ｈ２－ｍ１ Ｒ１＋θ１＋ｍ１－Ｃ１－Ｐ１ Ｇ２－θ１
（ａ２，ｂ２，ｃ１） Ｈ３－ｍ２ Ｒ２－θ２ Ｇ２＋θ２＋ｍ２－Ｃ２－Ｃ３－Ｐ２

（ａ２，ｂ２，ｃ２） Ｈ４－Ｓ２ Ｒ２－θ２ Ｇ３＋θ２

２　 演化博弈分析

２．１　 模型求解

基于模型假设与参数设定，得到上级政府采取“强监管”、“弱监管”策略的期望收益 Ｅａ１、Ｅａ２及平均期望

收益 Ｅａ 如下：
Ｅａ１ ＝ ｐｂｐｃ（Ｈ１－Ｓ１－ｍ１－ｍ２）＋ｐｂ（１－ｐｃ）（Ｈ２－Ｓ１－ｍ１＋Ｄ２）＋（１－ｐｂ）ｐｃ（Ｈ３－Ｓ１－ｍ２＋Ｄ１）＋（１－ｐｂ）（１－ｐｃ）（Ｈ４－

Ｓ１－Ｓ２＋Ｄ１＋Ｄ２）
Ｅａ２ ＝ ｐｂｐｃ（Ｈ１－ｍ１－ｍ２）＋ｐｂ（１－ｐｃ）（Ｈ２－ｍ１）＋（１－ｐｂ）ｐｃ（Ｈ３－ｍ２）＋（１－ｐｂ）（１－ｐｃ）（Ｈ４－Ｓ２）
Ｅａ ＝ ｐａＥａ１＋（１－ｐａ）Ｅａ２

同理，可得长江上游地方政府采取“自主治理”、“转嫁治理”策略的期望收益 Ｅｂ１、Ｅｂ２及平均期望收益 Ｅｂ

分别为：
Ｅｂ１ ＝ ｐａＰ１＋Ｒ１＋θ１＋ｍ１－Ｃ１－Ｐ１

Ｅｂ２ ＝ －ｐａＤ１＋Ｒ２－θ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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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ｂ ＝ ｐｂＥｂ１＋（１－ｐｂ）Ｅｂ２

长江下游地方政府采取“自主治理”、“放弃治理”策略的期望收益 Ｅｃ１、Ｅｃ２及平均期望收益 Ｅｃ 分别为：
Ｅｃ１ ＝ ｐａＰ２＋ｐｂ（Ｇ１－Ｇ２－θ１－θ２＋Ｃ３）＋Ｇ２＋θ２＋ｍ２－Ｃ２－Ｃ３－Ｐ２

Ｅｃ２ ＝ －ｐａＤ２＋ｐｂ（Ｇ２－Ｇ３－θ１－θ２）＋Ｇ３＋θ２

Ｅｃ ＝ ｐｃＥｃ１＋（１－ｐｃ）Ｅｃ２

进一步得到系统复制动态方程组：

Ｆ（ｐａ）＝
ｄ（ｐａ）
ｄｔ

＝ ｐａ（１－ｐａ）（Ｅａ１－Ｅａ２）＝ （ｐａ－ｐ２
ａ）（－ｐｂＤ１－ｐＣＤ２＋Ｄ１＋Ｄ２－Ｓ１）

Ｆ（ｐｂ）＝
ｄ（ｐｂ）
ｄｔ

＝ ｐｂ（１－ｐｂ）（Ｅｂ１－Ｅｂ２）＝ （ｐｂ－ｐ２
ｂ） ｐａ（Ｄ１＋Ｐ１）＋Ｒ１－Ｒ２＋θ１＋θ２＋ｍ１－Ｃ１－Ｐ１[ ]

Ｆ（ｐｃ）＝
ｄ（ｐｃ）
ｄｔ

＝ ｐｃ（１－ｐｃ）（Ｅｃ１－Ｅｃ２）＝ （ｐｃ－ｐ２
ｃ） ｐａ（Ｄ２＋Ｐ２）＋ｐｂ（Ｇ１－２Ｇ２＋Ｇ３＋Ｃ３）＋Ｇ２－Ｇ３－Ｃ２－Ｃ３－Ｐ２＋ｍ２[ ]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２．２　 演化稳定策略分析

对微分方程系统演化稳定策略总是可由雅可比矩阵局部稳定性分析得到［２９—３０］。 因此按该方法论观点可

得复制动态方程系统的雅可比矩阵：

Ｊ３ｘ３ ＝

（１－２ｐａ）（Ｅａ１－Ｅａ２） （ｐａ
２－ｐａ）Ｄ１ （ｐａ

２－ｐａ）Ｄ２

（ｐｂ－ｐｂ
２）（Ｐ１＋Ｄ１） （１－２ｐｂ）（Ｅｂ１－Ｅｂ２） ０

（ｐｃ－ｐｃ
２）（Ｐ２＋Ｄ２） （ｐｃ－ｐｃ

２）（Ｇ１－２Ｇ２＋Ｇ３＋Ｃ２） （１－２ｐｃ）（Ｅｃ１－Ｅｃ２）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ｓ．ｔ．

Ｅａ１－Ｅａ２ ＝ －ｐｂＤ１－ｐＣＤ２＋Ｄ１＋Ｄ２－Ｓ１

Ｅｂ１－Ｅｂ２ ＝ ｐａ（Ｄ１＋Ｐ１）＋Ｒ１－Ｒ２＋θ１＋θ２＋ｍ１－Ｃ１－Ｐ１

Ｅｃ１－Ｅｃ２ ＝ ｐａ（Ｄ２＋Ｐ２）＋ｐｂ（Ｇ１－２Ｇ２＋Ｇ３＋Ｃ３）＋Ｇ２－Ｇ３－Ｃ２－Ｃ３－Ｐ２＋ｍ２

ì

î

í

ï
ï

ïï

将均衡点代入雅可比矩阵中计算对应的特征值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局部均衡点对应的特征值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ｐｏｉｎｔ

均衡点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特征值 λ１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λ１

特征值 λ２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λ２

特征值 λ３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λ３

（０，０，０） Ｄ１＋Ｄ２－Ｓ１ Ｒ１－Ｒ２＋θ１＋θ２＋ｍ１－Ｃ１－Ｐ１ Ｇ２－Ｇ３－Ｃ２－Ｃ３－Ｐ２＋ｍ２

（０，０，１） Ｄ１－Ｓ１ Ｒ１－Ｒ２＋θ１＋θ２＋ｍ１－Ｃ１－Ｐ１ －（Ｇ２－Ｇ３－Ｃ２－Ｃ３－Ｐ２＋ｍ２）

（０，１，０） Ｄ２－Ｓ１ －（Ｒ１－Ｒ２＋θ１＋θ２＋ｍ１－Ｃ１－Ｐ１） Ｇ１－Ｇ２－Ｃ２－Ｐ２＋ｍ２

（０，１，１） －Ｓ１ －（Ｒ１－Ｒ２＋θ１＋θ２＋ｍ１－Ｃ１－Ｐ１） －（Ｇ１－Ｇ２－Ｃ２－Ｐ２＋ｍ２）

（１，０，０） Ｓ１－Ｄ１－Ｄ２ Ｒ１－Ｒ２＋θ１＋θ２＋ｍ１－Ｃ１＋Ｄ１ Ｇ２－Ｇ３－Ｃ２－Ｃ３＋Ｄ２＋ｍ２

（１，０，１） Ｓ１－Ｄ１ Ｒ１－Ｒ２＋θ１＋θ２＋ｍ１－Ｃ１＋Ｄ１ －（Ｇ２－Ｇ３－Ｃ２－Ｃ３＋Ｄ２＋ｍ２）

（１，１，０） Ｓ１－Ｄ２ －（Ｒ１－Ｒ２＋θ１＋θ２＋ｍ１－Ｃ１＋Ｄ１） Ｇ１－Ｇ２－Ｃ２＋Ｄ２＋ｍ２

（１，１，１） Ｓ１ －（Ｒ１－Ｒ２＋θ１＋θ２＋ｍ１－Ｃ１＋Ｄ１） －（Ｇ１－Ｇ２－Ｃ２＋Ｄ２＋ｍ２）

本研究参考 Ｌｙａｐｕｎｏｖ 所提出的方法，采用雅可比矩阵法对局部均衡点进行分析，当且仅当雅可比矩阵的

所有特征值均为负时，局部均衡点满足渐进稳定条件［３１］。 据上述均衡点稳定性特征，可知上级政府对下级政

府的惩罚力度并不能抵扣自身监管成本，因此总有 Ｓ１－Ｄ１－Ｄ２＞０，即上级政府的均衡策略为“弱监管”，结合水

环境治理政策的一般现实情况［３２］，根据策略协同差异，将长江流域协同治理分为四类经济情形，分别是：①长

江上下游地方政府面临低生态补偿额和低奖励情景；②长江上游地方政府面临低生态补偿额和低奖励，下游

地方政府面临较大负外部性、高生态补偿额和高奖励情景；③长江上游地方政府面临高生态补偿额和高奖励，

６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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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地方政府面临较大正外部性、低生态补偿额和低奖励情景；④长江上下游地方政府均面临高生态补偿额

和高奖励情景。 对不同经济意义情景下的均衡点稳定性作进一步理论分析。
（１）长江上下游地方政府面临低生态补偿额和低奖励情景

结论 １ 当 Ｒ１－Ｒ２＋θ１＋θ２＋ｍ１－Ｃ１－Ｐ１＜０，Ｇ２－Ｇ３－Ｃ２－Ｃ３－Ｐ２＋ｍ２＜０ 时，博弈系统最终会演化至稳定均衡点

（０，０，０），即“弱监管 ＼转嫁治理 ＼放弃治理”。
Ｒ１－Ｒ２＋θ１＋θ２＋ｍ１－Ｃ１－Ｐ１＜０ 表明长江上游地方政府收到的生态补偿额和奖励较低，依靠自身财政支出难

以支撑流域水污染治理成本，因此上游政府没有自主治理的动力。 Ｇ２－Ｇ３－Ｃ２－Ｃ３－Ｐ２＋ｍ２＜０ 表明上游地方政

府未进行相应的水污染治理时，下游地方政府面临是负外部性可能较小，选择“自主治理”策略带来的收益激

励不足以抵消此时花费的成本；同时，上级政府对下游地区的奖励不足进一步阻碍了下游地方政府选择积极

治理策略。
（２）长江上游地方政府面临低生态补偿额和低奖励，下游地方政府面临较大负外部性、高生态补偿额和

高奖励情景

结论 ２ 当 Ｒ１－Ｒ２＋θ１＋θ２＋ｍ１－Ｃ１－Ｐ１＜０，Ｇ２－Ｇ３－Ｃ２－Ｃ３－Ｐ２＋ｍ２＞０ 时，博弈系统最终会演化至稳定均衡点

（０，０，１），即“弱监管 ＼转嫁治理 ＼自主治理”。
Ｇ２－Ｇ３－Ｃ２－Ｃ３－Ｐ２＋ｍ２＞０ 表明下游地方政府面临是负外部性可能较大，选择“自主治理”策略带来的收益

更大；同时，上级政府对下游地区的奖励充足促使下游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选择积极治理策略。
（３）长江上游地方政府面临高生态补偿额和高奖励，下游地方政府面临较大正外部性、低生态补偿额和

低奖励情景

结论 ３ 当 Ｒ１－Ｒ２＋θ１＋θ２＋ｍ１－Ｃ１－Ｐ１＞０，Ｇ１－Ｇ２－Ｃ２－Ｐ２＋ｍ２＜０ 时，博弈系统最终会演化至稳定均衡点（０，１，
０），即“弱监管 ＼自主治理 ＼放弃治理”。

Ｒ１－Ｒ２＋θ１＋θ２＋ｍ１－Ｃ１－Ｐ１＞０ 表明长江上游政府进行生态治理时获得的总收益足够高，能够抵消其面临的

治理成本，与此同时上游地方政府获得的生态补偿额和奖励足够高，上游政府具有选择自主治理的动机。 Ｇ１

－Ｇ２－Ｃ２－Ｐ２＋ｍ２＜０ 表明上游地方政府积极治理水污染时，下游地方政府面临是正外部性可能较大，在此条件

下进行生态治理获得的收益不足以抵消高昂的治理成本，且上级政府对下游地方政府奖励不足，下游政府选

择放弃治理。
（４）长江上下游地方政府均面临高生态补偿额和高奖励情景

结论 ４ 当 Ｒ１－Ｒ２＋θ１＋θ２＋ｍ１－Ｃ１－Ｐ１＞０，Ｇ１－Ｇ２－Ｃ２－Ｐ２＋ｍ２＞０ 时，博弈系统最终会演化至稳定均衡点（０，１，
１），即“弱监管 ＼自主治理 ＼自主治理”。

相较于情景 ３，在情景 ４ 下，Ｇ１－Ｇ２－Ｃ２－Ｐ２＋ｍ２＞０，表明长江下游地方政府进行生态治理时获得的收益非

常高，能够抵消其治理成本，并获得足够高的奖励。 因此，下游地方政府具有充分的治理动力。
２．３　 各级政府策略选择差异分析

２．３．１　 上级政府策略选择分析

首先，上级政府在进行流域水环境监管时，面临着资源的有限性和管理成本的压力。 弱监管意味着上级

政府可以减少对下级政府的直接干预，从而降低监管成本和人力资源的投入，进而使得上级政府能够将更多

的资源投入到其他更为紧迫的领域。 其次，上级政府往往面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难以全面了解下级政府的

实际情况。 弱监管可以视为一种策略，允许下级政府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采取灵活的治理措施，从而减少因

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政策失效。 与此同时，弱监管为上级政府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反馈机制，下级政府在较少

的监管条件下，会更积极地报告其治理效果和问题，从而为上级政府提供更真实的信息，帮助其优化政策。 最

后，通过弱监管，上级政府可以激励下级政府发挥自主性和创新能力，推动下级政府更积极地探索适合本地区

的治理模式，从而提高整体治理效率，促进政策的顺利实施。
２．３．２　 长江上游地方政府策略选择分析

上游地区作为流域的源头，其生态环境状况直接影响着整个流域的水质与生态平衡，因此，其治理行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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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其决策基础在于其参与流域水污染治理所带来的收益是否高于不治理时的收益。 生态

补偿是促进上游地区政府参与水污染治理的重要因素，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能够为上游地区政府提供一定的

资金补偿，以弥补其治理成本，提高参与治理的积极性，进而使得治理的净收益大于不治理的净收益。 其次，
设立专项资金、提供奖励机制等财政激励政策极大缓解了上游地方政府面临的成本约束，进而有利于实现鼓

励上游地区政府进行水污染治理的目的。 最后，上游地区政府在进行策略选择时，还会考虑长期利益。 虽然

短期内流域水污染治理成本可能较高，但从长远来看，良好的生态环境将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及社会福利。
因此，上游地区政府需要评估治理带来的长期收益，权衡短期成本与长期利益。
２．３．３　 长江下游地方政府策略选择分析

下游地区由于其地理位置因素，其生态环境受上游地区的影响较大，当上游地方政府积极治理水环境时，
下游地区能够自然地享受到因上游地区治理带来的正外部性，当上游地方政府消极治理水环境时，下游地区

也必然承受因上游地区治理带来的负外部性。 若上游地方政府为下游地方政府带来的正外部性较大，下游地

方政府可能缺乏进行水污染治理的动力，此时需要更强大的上级政府激励，使得下游地方政府有动力选择改

善水环境；若上游地方政府为下游地方政府带来的负外部性较大，下游地方政府将面临高昂的额外治理成本，
此时下游地方政府同样面临缺乏自主治理激励的困境。 因此，下游政府的决策取决于上级政府激励和外部性

的权衡。 与此同时，下游地方政府在进行策略选择时，同样会考虑长期利益。 虽然短期内流域水污染治理成

本可能较高，也可能受到上游地方政府正外部效应影响，但从长远来看，良好的生态环境也会给下游地区带来

更多的经济收益及社会福利。

图 ２　 沱湖⁃长江流域示意简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ｕｏｈｕ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３　 仿真分析

３．１　 参数设计

本文综合考虑模型适用及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问题，根据《沱湖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实施方法

（２０２０）》等政策文件，以沱湖⁃长江流域为例，对前文所提出的流域治理机制进行模拟仿真，验证本文模型的

理论有效性，并探索不同机制设计下的演化路径。
沱湖流域主要包括淮河及沱河两条支流，主要流经宿州市和蚌埠市，如图 ２ 所示。 ２０１８ 年，安徽沱湖发

生死鱼事件，为明确水体治理责任，改善水体质量。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安徽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省财政厅拟定并印

发了《沱湖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实施方法》，治理措施从 ２０２０ 年开始正式实施。 沱湖流域上下游补偿主

要涉及宿州与蚌埠两市，按月开展水质检测并计算补偿

资金。
基于模型内在机制，本文使用 Ｐｙｔｈｏｎ（ ｖｅｒｓｉｏｎ ＝ ３．

１１）Ｎｕｍｐｙ 科学计算库，对沱湖⁃长江流域进行模拟仿

真，并详细讨论了其应用场景与情景。 上级政府、长江

上游地方政府及长江下游地方政府分别对应安徽省、宿
州市及蚌埠市。 由于本文所探究的协同治理模式内在

机制其变量间不存在复杂的等式关联，因此变量设置体

现变量间的比例关系即可，并基于真实数据作一定调

整。 考虑到《沱湖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实施方法

（２０２０）》在 ２０２０ 年签署，且 ２０２０ 年全国多地出现不同

程度的经济放缓问题，对政策实施造成了一定影响，因
此本文使用 ２０２０ 前后三年真实数据。 参考跨域协同治

理三方博弈的经验值设计［３３］、河流水污染跨域合作治

理参数设计［３４］、宿州市和蚌埠市统计年鉴、财政部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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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等，对模型中的初始参数设计如下（以宿州市获得的生态补偿额为基准单位，即赋值为 １）。
（１）对长江上游地方政府（宿州市），在成本方面有 Ｃ１ ＝ １０８，Ｐ１ ＝ ０．６，Ｄ１ ＝ ０，在收益方面有 θ１ ＝ ２８，Ｒ１ －

Ｒ２ ＝ １１５，ｍ１ ＝ ０．５。 成本方面，采用政策实施后三年宿州市财政局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和废水治理设施运行费

用平均值作为宿州市进行自主治理的总成本，与生态补偿额之比约为 １０８：１；安徽省弱监管时，宿州市自主治

理面临的机会成本范围上限按《安徽省监察委省检察院联合发布行贿犯罪典型案例》平均值计算，赋值为０．６；
当地区水污染治理状态不佳时，相关部门将根据实际情况对河长进行扣分，对工作绩效进行量化评估，但在河

长制实施过程中，惩罚措施多批评教育和要求整改，对河长的实际性惩罚较少，因此初步将惩罚因子赋值为

０。 收益方面，流域水污染治理的主要作用是调整产业结构，即改善第一产业，尤其是渔业发展的生态环境环

境，抑制传统高排放高污染制造业和推动旅游业发展，因此本文选择渔业、制造业和旅游业收入进行收益分

析。 本文主要考察进行生态治理后的收益与未进行治理时的收益差额，因此采用政策前后三年收益平均值差

额作为赋值基础，同时考虑到经济的发展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技术进步、设备更新、自身发展等因素均有利

于拉动经济增长，因此取收益平均值差额的一半进行赋值，即 Ｒ１ －Ｒ２ ＝ １１５；赋值宿州市获得的经济奖励为

０．５。
（２）对长江下游地方政府（蚌埠市），在成本方面有 Ｃ２ ＝ ８，Ｃ３ ＝ ５，Ｐ２ ＝ ０．８，Ｄ２ ＝ ０，在收益方面有 Ｇ１－Ｇ２ ＝

３０，Ｇ２－Ｇ３ ＝ １５，ｍ２ ＝ ０．５，θ２ ＝ ０．２。 成本方面，由于蚌埠市并无用于水污染治理的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因此采用

政策实施后三年蚌埠市财政局水利发展建设专项资金和废水治理设施运行费用平均值作为蚌埠市进行自主

治理的总成本，与生态补偿额之比约为 ８：１；假定当宿州市转嫁治理时，蚌埠市需要额外支付的治理额度为废

水治理设施运行费用，故赋值为 ５；参考对宿州市机会成本和惩罚的分析，初步将蚌埠市面临的机会成本和惩

罚因子赋值为 ０．８ 和 ０。 收益方面，按照政策实施前后三年收益平均值差额的一半作为赋值基础，即 Ｇ１－Ｇ２ ＝
３０；此外，当长江上下游政府均选择消极治理时，下游地区面临着更糟糕的生态环境，此时蚌埠市总收益较治

理时低，损失额度为渔业和旅游业收入的减少值，采用未进行水污染治理时的渔业和旅游业收入对这一情形

进行衡量，最终得到 Ｇ２－Ｇ３ ＝ １５；赋值蚌埠市获得的经济奖励为 ０．５，生态补偿额为 ０．２。
（３）对上级政府（安徽省）而言，只需要考虑 Ｓ１ 大小即可，具体考虑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和水利厅监管成

本，将其赋值为 ３。

图 ３　 系统模拟结果（沱湖⁃长江流域）

Ｆｉｇ．３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ｕｏｈｕ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３．２　 数值仿真分析

据参数设置得 Ｒ１－Ｒ２＋θ１＋θ２＋ｍ１－Ｃ１－Ｐ１＞０，Ｇ１－Ｇ２－

Ｃ２－Ｐ２ ＋ｍ２ ＞０ 一定成立，沱湖⁃长江流域符合长江上下

游地方政府均面临高生态补偿额和高奖励情景。 设初

始时期为 ０，将各项参数设计带入 Ｐｙｔｈｏｎ 中执行模拟运

算，得到此时系统的稳定结果如图 ３ 所示，可以看出，长
江上游地方政府和下游地方政府在策略协同下选择自

主治理策略的概率会随着时间的迭代而不断增加，沱湖

流域上下游地方政府均会进行流域治理，最终演化至

“弱监管 ＼自主治理 ＼自主治理”稳定均衡点，因此沱湖⁃
长江流域模型预测结果为：有流域治理效果，淮河及沱

湖的水质有较大改善。
３．３　 长江流域水污染治理潜在问题分析

基于模型结果与真实数据验证，本文发现长江流域

的激励机制设计存在以下问题：
（１）长江流域河长制制度奖励机制不足、惩罚措施不够。 首先，当前的奖励机制尚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激

励措施来鼓励河长积极履行职责。 虽然河长在治理水污染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职责，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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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并未获得与其付出相匹配的奖励。 这种情况导致部分河长对水污染治理缺乏足够的动力，甚至在面对复杂

的污染治理问题时，选择消极应对，影响了治理效果。 其次，在一些地区，即使河长未能有效推动水污染治理，
导致水质恶化，所面临的惩罚往往仅仅是形式上的扣分，缺乏实质性的后果。 这种轻微的惩罚无法形成有效

的威慑力，导致一些河长在工作中表现出敷衍了事的态度，未能真正将治理工作落到实处。 此外，惩罚措施的

执行往往缺乏透明度，公众对河长的考核和惩罚过程知之甚少，这也使得河长在工作中缺乏监督和问责，进一

步削弱了其履行职责的积极性。 最后，河长制的实施往往受到地方政府利益的制约，部分河长在面对水污染

问题时，可能会因为地方经济发展与环保之间的矛盾而选择妥协。 这种情况下，河长的工作目标与地方政府

的利益目标相冲突，导致河长在治理水污染时难以做到真正的尽职尽责。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激励和问责机

制，河长在治理水污染的过程中，往往会优先考虑地方经济利益，而忽视水环境的保护，进一步加剧了水污染

问题的严重性。
（２）流域生态补偿激励机制不合理。 首先，地方政府参与流域治理的横向补偿激励机制不够合理，导致

地方政府在水污染治理中的积极性不足。 当前，流域内各地方政府在水资源管理和污染治理中，往往只关注

本地区的短期经济利益，而忽视了跨区域的生态效益。 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在治理水污染时缺乏足够的横

向激励，难以形成合力，导致治理效果不理想。 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使得生态补偿的分配和使用缺乏

合理性，影响了流域治理的整体协同。 其次，横向生态补偿额度标准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不仅造成了地方政

府在治理水污染时的资金不平衡，也加剧了地区间的资源分配不公，进一步影响了流域内的协同治理。 地方

政府在面对水污染问题时，可能因补偿标准的不一致而产生消极情绪，进而影响其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同时，生态补偿标准时有调整，地方政府可能会因为担心未来的补偿额度减少而选择减少对水污染治理的投

入，形成“短视行为”，导致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难以进行长期规划和资金安排，影响了治理工作的连续性

和有效性。 尤其是在治理周期较长的项目中，补偿标准的变化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在项目推进过程中面临资金

不足的风险，进而影响项目的实施效果。 最后，纵向补偿占比较大的现象较为明显。 虽然纵向补偿在某种程

度上能够缓解地方政府在治理水污染过程中的资金压力，但过于依赖纵向补偿，往往导致地方政府对自身治

理责任的依赖性增强，缺乏主动性，使得地方政府在水污染治理中偏向于将重点放在争取上级政府的补偿上，
而忽视了通过自身努力提升治理能力和效果的重要性。 长期以来，这种依赖关系导致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保

护方面的积极性降低，治理成效难以提升。
３．４　 长江流域水污染治理激励机制设计

为解决长江流域水污染治理存在的潜在问题，本文继续探讨生态补偿和河长制奖惩制度差异化下，长江

流域各级政府策略选择演化规律。
为分析生态补偿对下级政府演化博弈过程和结果的影响，保持其他变量参数不变，对 θ１ 分别赋值为 １、

１０、２０，复制动态方程组随时间演化 ５０ 次的仿真结果如图 ４ 左图所示；保持其他变量参数不变，对 θ２ 分别赋

值为 １、１０、２０，复制动态方程组随时间演化 ５０ 次的仿真结果如图 ４ 右图所示。 可知，在系统演化至稳定点的

过程中，提高对上游地方政府的生态补偿额度能够加快其自主治理的演化速度，随着 θ１ 的增加，长江上游地

方政府自主治理的概率增加，增强的经济激励能够有效促进上游地区积极参与水污染治理。 但提高对下游地

方政府的生态补偿额度并不能加快下游地方政府自主治理的演化速度，随着 θ２ 的增加，长江下游地方政府自

主治理的概率并无明显变化。 因此，在设计生态补偿政策时，必须更加关注长江上游地区政府的激励机制，加
大对长江上游地区政府的补偿额度，使其有动力进行积极的流域水污染治理工作，实现良好的流域水环境。

为分析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奖励变化对演化博弈过程和结果的影响，保持其他变量参数不变，对 ｍ１分

别赋值为 １、１０、２０，复制动态方程组随时间演化 ５０ 次的仿真结果如图 ５ 左图所示；保持其他变量参数不变，对
ｍ２分别赋值为 １、１０、２０，复制动态方程组随时间演化 ５０ 次的仿真结果如图 ５ 右图所示。 可知，随着 ｍ１的增

加，长江上游地方政府自主治理的概率轻微上升，但可看作无明显变化，上游政府在流域水污染治理中并未得

到有效激励。 随着 ｍ２的增加，长江下游地方政府自主治理的概率增加，适当的经济激励能够有效促进下游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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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生态补偿对下级政府演化博弈过程和结果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ｇａｍ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图 ５　 奖励机制对下级政府演化博弈过程和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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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在水污染治理中的主动参与。 因此，上级政府必须加大对下游地方政府的奖励力度，以鼓励下游地方政府

在保护水环境方面做出更多努力，激发其在流域水污染治理工作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为分析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惩罚变化对演化博弈过程和结果的影响，保持其他变量参数不变，对 Ｐ１分

别赋值为 １、１０、２０，复制动态方程组随时间演化 ５０ 次的仿真结果如图 ６ 左图所示；保持其他变量参数不变，对
Ｐ２分别赋值为 １、１０、２０，复制动态方程组随时间演化 ５０ 次的仿真结果如图 ６ 右图所示。 可知，在系统演化至

稳定点的过程中，提升对下级政府的惩罚力度并未能有效加快各级政府自主治理的演化速度。 随着惩罚力度

的增加，长江上游地方政府和下游地方政府的自主治理概率没有任何增加的趋势，反而呈现出递减趋势。 这

一现象表明，单纯依赖惩罚措施来促使政府积极治理水污染的效果有限，甚至降低了下级政府治理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 因此，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惩罚措施在实际工作中的作用显得相对微弱。 建议上级政府应更多

地关注激励机制的设计，而非仅仅依赖惩罚手段，通过建立合理的激励与奖励体系，更好地调动各级政府的积

极性，从而推动整体流域水环境的改善与可持续发展。
因此，本文尝试提供这样一种激励机制设计：首先，由上级政府牵头制定地方政府间横向补偿标准及实施

细则，具体应当包括补偿标准额度提升及补偿标准制定。 充分考虑地区经济条件和财政承受能力，以确保所

设定的横向补偿最低额度既具有实际可行性，又能有效激励地方政府积极参与生态保护与治理工作。 特别

地，需要将生态补偿额度向上游地区倾斜。 采用动态监测与对比评估的方法来确定补偿依据，即选择每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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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惩罚机制对下级政府演化博弈过程和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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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与去年夏季同期，或每年的冬季与去年冬季同期流域治理数据进行治理效果衡量，进而减少自然规律带

来的影响。 其次，针对河长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应进行制度优化与革新，明确界定河长的职责范围与

权限边界，通过制定详尽的职责清单与权限指南，为河长们提供清晰的工作指引与行动依据，推动提高河长的

工作效率，有效规避职能重叠和责任推诿现象的发生。 建立科学、公正的考核与奖惩机制，激励河长们积极履

行职责，确保河长制的持续有效运作，特别应当建立完善的奖励制度，以表彰在河流治理和保护方面表现突出

的河长，鼓励其在工作中不断创新和改进。 同时，也应加强河长制的权威性，确保其在实施过程中的有效性和

公信力。

４　 结论

流域水污染治理是一项高度复杂且涉及多层级、多部门的综合性任务，它不仅要求各层级政策的全面支

持，还面临着跨省市管理所带来的巨大挑战。 不同省市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

差异，这导致在流域治理过程中，各方对于政策的理解和执行可能存在偏差，甚至产生利益冲突，使得在流域

治理过程中上下级部门和同级部门之间的对接充满不确定性。 在这种跨区域的治理模式下，如何化解利益冲

突，确保政策的有效实施，并产生“１＋１＞２”的效果，成为了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将河长制嵌入生态补偿制度中，聚焦协同策略差异化，研究不同策略情景下长江流域水污染治理激

励机制。 通过构建上级政府、长江上游地方政府、长江下游地方政府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探讨了不同策略情景

下的模型内生机制，并以沱湖⁃长江流域真实数据为例进行模拟仿真，由此设计长江流域水污染治理激励机

制。 研究结果发现：
（１）基于监管成本、真实反馈和长效合作等目的考虑，上级政府最终会倾向于弱监管；影响上游地方政府

治理策略选择的因素主要包含生态补偿额和奖励机制；影响下游地方政府治理策略选择的因素主要包含流域

外部性和奖励机制。
（２）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对长江上游地方政府的生态补偿额将极大地推动上游地方政府选择

积极的水污染治理行为，补偿额度越高，上游地方政府治理动力越高。 而对下游地方政府的补偿额度并不能

激励下游政府选择积极的治理措施。 因此应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加大对长江上游地方政府的补偿额度，使其

有动力进行积极的流域水污染治理工作，改善流域水环境质量。
（３）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对下游地方政府的奖励能够促进下游地方政府进行流域水污染治

理，且奖励越高，地方政府进行流域水污染治理的动机越强，但提高对上游地方政府的奖励对上游地方政府行

为选择没有明显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对下级政府的惩罚力度对其行为选择无明显效果，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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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惩罚措施还会抑制地方政府的治理积极性。 整体而言，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惩罚措施在实际工作中的作

用较小，激励机制的使用带来的作用效果更显著。
因此，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强顶层设计，对原有法律

法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通过简化、废除、取代、优化等不同方式完善流域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 树牢“一盘

棋”思想，从加强流域管理的机构和人员建设、共享先进科学技术、丰富流域治理手段、强化流域治理监管体

系、培育全社会生态文明价值观念等方面入手，部署流域河湖保护治理重点任务，凝聚流域区域部门治水管水

合力，加快我国流域水污染治理的进程，推进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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